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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渊明革新玄言诗风的功绩

张亚新

内容提要　南朝诗论家从各不相同的角度，提出谢混、殷仲文、郭璞、刘琨、谢灵运等是开

始改变玄言诗风的人物。其实，最早给玄言诗风来了一个大的冲击和改变的是陶渊明。陶诗

从思想内容、感情抒发、独具个性和思想光彩的哲理表现、诗味及艺术感染力、词采、风格

即风力等方面对玄言诗风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对陶渊明革新玄言诗风的功绩，应当给予历

史的肯定，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　南朝诗论家　玄言诗风　变革　陶渊明　主要表现　主要原因

一

对肇始于曹魏正始年间、西晋永嘉以后走向极盛、占据了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南朝诗

论家有许多评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下数条：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

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

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

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

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江左篇制，溺乎玄风；

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

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

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钟嵘《诗品序》：“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

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

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

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

钟嵘《诗品下》：“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

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

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

以上论述，涉及到了玄言诗的产生原因、起迄时间、发展历程、极盛时期的状况、在内容和形式

上的特点、代表诗人、谁开始变革玄言诗风等有关玄言诗的重要问题。基于本文题旨，下面着重探讨

所论述的玄言诗的特点及谁开始变革玄言诗风这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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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南朝人认为玄言诗在内容和形式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在内容上，玄言诗表现老庄思想，甚至到了“义单乎此”，“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诗必柱

下之旨归”的地步。当时正值多灾多难的乱世，但诗人们并不关心时务，所热衷和推崇的是忘掉机心

与时务的清谈。东晋时，玄言诗除表现老庄思想外，又融入了“三世之辞”即佛家语和佛理。由于只

重视表现老庄及佛理，玄言诗也就极为缺少对于感情的表现，从而背离了中国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

“《诗》、《骚》之体尽矣”。

在语言方面，玄言诗“理过其辞”，“遒丽之辞，无闻焉尔”，因而平淡枯燥，缺少文采和形象。

在艺术感染力方面，玄言诗由于“平典似《道德论》”，因而“淡乎寡味”，缺少诗味和艺术的感染力。

在风格方面，玄言诗由于“辞意夷泰”、“弥善恬淡之词”，缺少遒劲之风和“清刚之气”，因而风骨不举，

“建安风力尽矣”。

关于谁开始变革玄言诗风的问题， 南朝诗论家从各不相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檀道鸾认为

到义熙中谢混才开始改变玄言诗风；沈约认为改变玄言诗风的除谢混之外，还有殷仲文；刘勰认为“庄、

老告退”是在宋初山水诗兴起之后，而宋初山水诗的代表诗人是谢灵运，无疑刘勰认为真正改变了玄

言诗风的是谢灵运。钟嵘对谢灵运大加肯定，可以认为他大体上是赞同刘勰的看法的。钟嵘除了认同

谢灵运，还对谢混表示认同，更提出此前还有郭璞和刘琨二人，特别是对郭璞“变创其体”的功绩，

钟嵘还在《诗品中》中作了强调，说郭璞“始变中原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刘勰说郭璞“挺拔为

俊”，萧子显说郭璞“举其灵变”，说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钟嵘的看法的。

南朝诗论家为什么会认为谢混等人是玄言诗风的变革者呢？前引论述并未对此详加说明，但也透

出了若干消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认为其人不再把老庄思想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而能将对感情的表现放在突出的位置。钟嵘《诗

品中》说郭璞“《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乖远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

坎 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又说刘琨“善为悽戾之词”，“又罹厄运，故善述丧乱，多感恨之词”，均与“辞

意夷泰”之作迥异其面，因而被称作玄言诗风的革新者。

二是认为其诗具有词采。钟嵘《诗品》说郭璞“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说殷仲文、谢

混在义熙中为“华绮之冠”，说谢混等人“殊得风流媚趣”，又将“淑源离宴”与“陈思赠弟，仲宣《七

哀》”等魏晋重要诗人的代表作并列，称为“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说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

难踪”，就都是从词采富丽的角度，对这些诗人加以肯定和赞美的，并将这看成了变革“中原平淡之体”

的重要因素和条件。

三是认为其诗具有骨力。钟嵘在《诗品》中一方面说“皆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

庾诸公诗”是“建安风力尽矣”，另一方面又说郭璞“辞多慷慨”，说刘琨“仗清刚之气”、“有清拔之气”，

亦即认为二人的诗作都是有风骨的，而这也成为他们能够“始变中原平淡之体”的重要条件。刘勰《文

心雕龙》认为郭璞《游仙诗》不同于“溺乎玄风”的“江左篇制”，原因在于它具有“挺拔而为隽”的

内在风力，看法与钟嵘是一致的。

不难看出，南朝诗论家所总结出的玄言诗的特点，及由此而得出的与之相关联的变革玄言诗风的

标准，与今人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按照这个标准，谢混等人的诗作确有一些

与玄言诗不同的特点，在诗风转变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贡献，其文学史地位是不可忽视的。但另一方面，

我们认为除谢灵运外，郭璞等人在当时对变革玄言诗风所起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南朝诗论家对他们在

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在看法上也不尽一致，有的还有所保留。比如游仙诗在魏晋时期本身就是一种谈论

玄理的诗体，是一种表现老庄弃世脱俗思想的重要题材，因此不少诗论家都将郭璞诗与玄言诗联系起来，

檀道鸾“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的说法更将郭璞指为玄言诗派的开创者，这与将郭璞视作玄言诗风

变创者的看法恰是针锋相对的。刘琨早年本来就是一个好老庄之学、崇尚清谈的人物，晚年诗风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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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突变，但作品数量太少，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有限。尤其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郭璞、刘琨之

后，玄言诗风不但没有消歇，反而变本加厉，因此二人变革玄言诗风的作用也就得大打折扣。殷仲文、

谢混两人在创作上则无大的成就，今存诗都不多，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够大，而且两人诗从总体上说也

并未完全脱离玄言诗的轨范，殷仲文诗比起谢混来玄言的痕迹尤为明显，因此二人也不可能真正有力

地承担起变革玄言诗风的重任，萧子显所说的“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是符合

实际情况的。

我们认为，最早给玄言诗风来了一个大的冲击和改变的，是生活于晋宋之际的陶渊明。陶渊明诗

歌创作的成就远非郭璞、刘琨所能相比，殷仲文、谢混也难望其项背。而陶、谢虽然一向并称，但论

年龄，陶渊明要比谢灵运大二十岁（一说大三十三岁） ，论创作时间，陶渊明也开始得比谢灵运要早，

即以两人的代表作田园诗和山水诗论，陶田园诗创作的时间要比谢山水诗创作的时间早十年左右。也

就是说，在“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前，已经有陶渊明这一位大诗人在促使“庄、老告退”方

面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

二

毫无疑问，陶渊明生活在玄言诗盛行、道家玄学在社会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其思想和创作是

不可能不受到道家玄学的影响的。陶渊明有着浓厚的崇尚自然的思想，而“自然”正是老庄玄学的核

心命题，而且陶渊明所认同的“自然”，同玄学自然观一样，也包含着自然界和人的自然天性这两个方

面的含义。在玄学自然观的影响下，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人生理想、人生态度、生活情趣、生命意识、

处世原则、品格性情乃至创作态度等都深深地打上了玄学的烙印，其诗作也必然地会涂上玄学的色彩，

其中有的诗作、有的诗句玄学的色彩还比较浓厚。但在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陶渊明又是一个具

有独立的思想和个性、能够面对现实、能够接受多方影响、能在相当程度上挣脱道家玄学思想束缚的人，

这就使他的诗作发生了许多不同于玄言诗的变化，进而与传统的玄言诗发生悖离，并对其造成强有力

的冲击。陶诗不同于玄言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诗作的内容、主题而言，陶诗能从老庄玄学的理论圈子和玄虚思辨中挣脱出来，面向现实，

特别是面向自己生活和思想的实际，表现自己实实在在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陶渊明早

年曾数度出仕，但由于不满官场黑暗，不愿在官场屈身逢迎，不愿违背自己任真自得的本性，反映隐

仕思想矛盾便成为他这一时期诗作的主题，他常常慨叹宦游行役的辛苦，常常抒写对仕宦的厌倦、对

田园的思念及归隐的决心。归隐后，他写作了大量的田园诗，从多角度、多侧面描绘了田园的风光景

物，特别是表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感受、心情。住在农村，不可避免地要与农民接触、交往，陶渊

明成了一个能与农民真心地交朋友的人，并且还亲自参加了一些农业生产。由于长期与农民交往，长

期参与农耕，陶渊明对农民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同他们有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关切，对农民劳

作的艰辛、生活的贫困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对劳动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而自己也从与

农民的交往和所从事的劳动中得到了满足与快乐。当然，田园生活、农耕生活并非就没有困难和艰辛，

特别是当遭遇火灾、虫灾、风灾、水灾侵袭的时候，陶渊明有时甚至会陷入“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 

的困境，产生“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想法，有时甚至还不得不

外出乞讨。这些情况加上老、病的困扰，加上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加上对光阴虚掷的不甘，常常使他感喟、

忧叹、焦虑和痛苦，但这也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和人生体验，激发他对社会、人生、生命、生死做更

加深入的思考，而经过磨难与考验，经过斗争与思考，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更加守志不移、

①　葛晓音持“陶渊明比谢灵运大二十岁”说，见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3 页；

袁行霈持“谢灵运比陶渊明小三十三岁”说，见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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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节不苟。这些，都成为陶诗的突出主题，特别是其田园诗的突出主题。可见，就总体而言，陶诗所

写远非“诗必柱下之旨归”，而是诗人所亲历过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以及从这生活中所获得的切切实实

的感受、体验、认识和思考。从曹魏正始以来一直流行的本末、有无、言意、养生、声无哀乐、圣人

有情无情等玄学命题，南渡以后在清谈中所出现的新论题即佛理，大抵也是玄言诗所表现的共同主题，

但这个主题在陶诗中却难见踪影。

第二，陶渊明是性情中人，他的诗也抒写了他的真性情和真感情。他早年对于建功立业的向往之情，

后来对于有志不获骋的怅惘悲愤之情，对于充斥诈伪的现实社会的不满之情，对于时局动荡的感愤之情，

对于仕宦生活的厌倦之情，对于自然与田园的向往之情，回归田园后对于优美的田园风光的喜爱之情，

对于闲弄琴书自斟春酒的悠闲生活、弱子戏侧的家庭生活、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和无欲无求的简朴生

活的满足之情，对于亲人、友朋的敦厚之情，对于贫病的喟叹之情，对于生命迟暮及人生短暂的感喟

与旷达兼而有之的感情，对于“固穷”节操的坚守之情，无不一一见诸毫端。诗人对于感情的抒发是

如此的重视，以致“情”字在他的诗中直接出现了二十四次，这是一个不算低的频率，而其他表达感

情的字词，如“悲”、“乐”、“欣”、“欢”、“爱”、“凄”、“凄然”、“慨”、“慨然”、“怀”、“忧”、“叹”、

“念”、“恨”等更是频频出现。陶诗可以说大多是抒情之作，只不过感情有的表现得直露而强烈，有的

表现得婉约而平淡（但有的也只是外表的平淡，朱熹即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

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施补华《岘佣说诗》也说“陶公诗，一往真气，自胸中流出，字字雅淡，

字字沉痛”），有的是直抒其情，有的是借景抒情或以事传情。总之，诗人的感情就像一股泉水或强或

弱、或明或暗地流淌在他的诗中，不绝如缕。《老》、《庄》是强调“形若槁木，心若死灰” 的，玄学

家是主张体玄悟道、遗情去累的，许询《农里诗》：“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孙绰《答许询诗》：“理

苟皆是，何累于情。”就都表明了这一点。玄言诗人到自然山水中去，主要是为了体玄悟道、去除情累，

如王羲之《兰亭诗》所云：“乃携齐契，散怀一丘。”王微之《兰亭诗》所云：“散怀山水，萧然忘羁。” 

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所云：“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他们这样散郁结、去情累的结果，似乎

在玄思的境界中获得了“自由”，但也滤掉了诗中的感情因素，而只剩下干巴巴的“理”了。而陶渊明

注意从感情出发去看待和体悟现实人生，注意在诗中表现由现实人生所触发的真情和深情，从而以情

代理或情与理偕，使诗作呈现出了新的面目。

第三，陶渊明诗中固然不乏饱含玄思的诗句，但这些诗句大体上不是对老庄哲学的机械说教，不

是对老庄哲学亦步亦趋的注疏和图解，而是深植于社会现实生活，是诗人从生活中获得的启示、悟出

的道理，是诗人生活经验的升华，是诗人对生活、人生、生命、社会、历史、自然、宇宙的本质、意

义、奥秘进行深入思考和探求的结晶，或者说表现的就是诗人富有个性的见解和思想，是诗人的人生观、

社会观和宇宙观。诚然，某些诗句与老庄思想也有着比较直接的丝丝缕缕的联系，甚至直接吸取了老

庄的某些思想资料，但这些思想资料大抵都经过了诗人生活、经验、思想的检验、过滤和改造，因而

具有了一定的现实生活气息，具有了诗人独具的个性和思想的光彩。比如“自然”和“真”是老庄的

核心思想，《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渔父》：“礼者，世

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陶诗多次用到“自然”

和“真”这两个词，这与老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又决不是简单地重复老庄思想，因为“自然”和“真”

已确实成为陶渊明的人生信条和行动指南，他要以此作为武器来与虚伪的名教礼法相对抗，在一个丑恶、

污浊、道德沦丧的社会中获得人生的独立和人格的自由，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和操守。陶渊明一生不

为世俗所羁，率性而为，适性自得，可见他是很好地实践了“自然”和“真”的。再如，陶诗中有“耕

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明刊本。

②　此语在《庄子》的《齐物论》、《知北游》、《庚桑楚》等篇中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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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和郭主簿》其一）、“岂期过满腹，

但愿饱粳粮”（《杂诗》其八）等句，均申道家富莫大于知足之义，如《庄子·山木》郭象注即有句云：

“所谓知足则无所不足也。”但陶渊明一生不爱富贵，生活简朴，知足常乐，“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些话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实实在在地信奉和履行的人生信条。再如“既

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其三）、“有生

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挽歌诗》其一）也可从老庄思想中找到渊源，《庄子·知北游》：“生也死之徒，

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知北游》

郭象注：“往来（死生）者，自然之常理也。”又《则阳》注：“突然自生……我不能禁；忽然自死，吾

不能违。” 但陶渊明把生死问题看得透亮，确知生死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应以旷达态度对待，所说

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肺腑之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形影神·神释》）、“穷通靡攸虑，憔悴

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这一类诗句，也应作如是观。即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

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

石不储，饥寒交至”（《劝农》）、“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也可从老庄思想中找到渊

源，《庄子·马蹄》即云：“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对依靠农耕解决衣食问题的做

法表示了肯定。但陶渊明所说，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在农耕生活中得出来的深切体会。类似情况，难以

一一列述。可见，陶渊明对老庄义理虽然十分熟谙，但他对只知抄录柱下之旨的做法并不感兴趣，对

脱离实际的玄虚思辨也不感兴趣。陶渊明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在生活中碰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要

寻求解决之道，他的思考也就必须要脚踏实地，要有很强的针对性。他从生活实践和人生经验中总结、

提炼出来的哲理，往往就用自己的话说出来，无须再引录或袭用老庄的话头。而且，这些来自生活的

哲理大抵又总会成为诗人的行动指南，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或纸面上，而是付诸实践，身体力行。这些，

都是与玄言诗人和玄言诗很不一样的地方。方宗诚在《陶诗真诠》中说：“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

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说得是很对的。

第四，与玄言诗的“淡乎寡味”不同，陶诗具有既浓厚又深长的诗味，前人早已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如苏轼在《东坡题跋·评韩柳诗》中说：“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

之流是也。”又在《与苏辙书》中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也就是说，陶诗

是平淡而有味的。平淡也是玄言诗的特点，但有味却不是玄言诗所具备的。陶诗能够平淡有味，主要

由于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陶诗具有丰厚的思想蕴涵。陶渊明其人，具有超拔于流俗的高洁品格、高远志趣和坚贞操守，

具有任情适性、乐观旷达的个性，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境界，具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这些

都渗透进他的作品中，得到或隐或显的表现，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厚度和深度，足可让人咀味。陶渊明

又是一个喜欢并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是一个具有哲人的眼光和修养的人，他总在不断地思考着人生、

社会和自然，不断地在加深着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的认识，并常能从一般人习见而易忽略的日常生活

及寻常景物中有所发现和感悟，这种发现和感悟又常能同他的生活体验、人生经验、人生感受、人生

见解、人生追求、品格志趣、人格操守有机地融为一体，既深刻又新颖，既深邃又灵动，既具生活气

息又具思想深度，足可发人深省。陶渊明还是一个具有极丰富感情的人，其感情常流淌于作品的深处，

常与作品中的哲思和理致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了浓郁的情致和情趣，颇为耐人寻味。

二是陶诗具有丰厚的美的蕴涵。陶渊明是一个能从自己的本性和原则出发，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生

活状态的人，是一个热爱生活、并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去享受生活的人，并因此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

美观，在这种审美观的观照下，写出了一篇篇极具美感的作品。在他的笔下，一些寻常生活、寻常情

景都具有了浓郁的情味，具有了很高的审美价值。特别是，由于陶渊明笃信“园林好”（《庚子岁五月

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能真正与田园和谐相处，能真正发现和赞美田园的真美，因此成为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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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派的开创者，成为文学史上有意识地将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当做重要的审美对象看待的第一人，从

而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等诗，所写不过几

棵榆柳，一排桃李，几缕炊烟，特别是被一般人视为简陋、寒酸的“草屋八九间”，以及酌酒读书、采

菊东篱、摘蔬园中、盥濯檐下这些寻常生活，但一经诗人点化，就无不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人参加农

耕，不仅写出了参加农耕的真切的情景、体验和感受，还着力发掘并表现了劳动生活所具有的美的意趣，

劳动生活被当做重要的审美对象进入诗人视野，进入诗歌领域，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些，

无疑都不仅增加了陶诗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也增加了陶诗耐人寻绎和体味的艺术蕴涵。

三是陶诗具有理趣。由于陶诗中的哲理大抵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社会现实生活，因此它往往

能同具体的生活场景、自然景物及其他物象结合在一起，具有了形象及艺术的美感。比如，在《饮酒》

其五中，“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样写景兼叙事的诗句铺垫，“此

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样的景物描写作铺垫，就使人不觉得突兀、

抽象或枯燥了。而像“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样的景语，本身就包含着“一切都要返归本原，

人也应当返归本性”这样的哲理（即所谓“真意”）在内，视之为理语也无不可，则景语与理语是水乳

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了。总的来看，陶诗中的理是常与景、情、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为陶诗具有

淳厚隽永的情味和理趣创造了条件，而与缺少形象、质木干枯的玄言诗拉开了距离。刘熙载《艺概·诗

概》云：“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钟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

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说得是有道理的。

四是陶诗能于简约中见精妙，于平淡中见警策。陶诗简约、平淡，早有定评。陶诗语言简洁明净，

毫不堆砌芜杂，是为简约。陶诗所写多为农村日常生活，多用白描手法，所使用的语言多为“田家语”，

诗中意象意境也多是平和、恬澹、自然、朴素的，是为平淡。简约、平淡本也是玄言诗所具有的特色，

但与玄言诗不同的是，陶诗能于简约中见精妙，于平淡中见警策。陶诗往往能用极简约、平淡的语言，

抓住事物的特征，表现出事物的情态，讲出深刻的道理。“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日

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都将寻常景物、寻常感觉写得熠熠生辉，精妙绝伦，历来为

人所称道。一些包含哲理的诗句犹如格言和警句，既言简意赅，又涵蕴深厚，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第五，玄言诗“理过其辞”，缺乏词采，而陶诗即以词采论，与玄言诗相比也自有不同。钟嵘《诗品中》

即已指出：“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 “风华清靡”

与“田家语”相对而言，可见是指语言的华美清丽。苏轼说陶诗“质而实绮”，即陶诗能于朴素中见绮

丽，则表述得更为明确，且所指范围有所扩大，不单指“欢言”、“日暮”两首诗了。客观地说，陶诗

主要还是以朴素美见长，但其中也有不少刻绘处，给人留下了绮丽华美的印象。如陶诗写春景：“仲春

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拟古》其三）写夏景：“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

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和郭主簿》其一）写秋景：“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

青松冠岩列。”（《和郭主簿》其二）写冬景：“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也时有雕琢之语，如周紫芝《竹坡诗话》即云：“《读山海经》云：‘亭

亭明玕照，落落清瑶流。’岂无雕琢之功？盖‘明玕’谓竹，‘清瑶’谓水。” 出于写景状物的需要，陶

诗颇爱用叠字，也爱用骈句，《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竟一连用了五组骈

句，一气直下而又语语自然，足见功力。陶诗对于词采、对偶、声色以及工细状物的追求，也表明他

在告别玄言诗，而与南朝诗风有了合拍之处。

第六，陶诗“又协左思风力”（钟嵘《诗品中》），也与“建安风力尽矣”的玄言诗呈现出不同的面目。

陶渊明能“又协左思风力”，原因在于他与左思有不少共同点或相似点，比如两人均有志节和抱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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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壮怀激烈的感情，均保持着个人独立的人格，均有从出仕到退隐的思想转变过程和经历，诗歌语言

均颇质朴劲健等。只不过，陶诗的骨力往往掩藏在平淡的外衣下，如朱熹所说“豪放得来不觉耳”，只

有《咏荆轲》、《读山海经》其十、《杂诗》其五等“露出”了“本相” 。陶诗“又协左思风力”早已

成为共识。严羽《沧浪诗话·诗评》：“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

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今人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今

人游国恩君举左思《杂诗》、《咏史》，与渊明《拟古》、《咏荆轲》相比，以为左之胸次高旷，笔力雄迈，

与陶之音节苍凉激越，辞句挥洒自如者，同其风力。此论甚是。”又逯钦立《诗品丛考》：“左、陶诗章，

确有风力相合之作。左思《咏史》，震铄古今，其咏荆轲，尤懔懔有生气。然陶潜《咏荆轲》一篇，独

足伯仲之。……又陶潜之《咏三良》、《咏贫士》等作，亦皆咏史体，与左思各作，悉相仿佛，凡此皆

风力之极协者也。次则隐世之作，左、陶抑尤有合者。”正如严羽所说，左、陶之风力，均上承建安风

骨，在晋代可说是独标高格。陶诗与“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的玄言诗相比，高下是自不待言的。

以上，依循变革玄言诗风所必须的标准，从诗作的思想内容、感情表现、所表现哲理的特点、所

具有的诗味及艺术感染力、词采、风格即风力等方面论述了陶诗与玄言诗的不同。不难看出，陶诗对

玄言诗风的悖离、冲击和变革是全方位的，陶诗能在总体上呈现出与玄言诗不同的面目，决不是偶然的。

三

陶渊明能对玄言诗风来一个全方位的变革，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陶渊明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生活和经历的人。他一生遇到了种种人生和现实的矛盾，比如

仕与隐、名教与自然、儒与道、穷与达、贫与富、清与浊、是与非、生与死、老病问题、关心时事还

是忘怀时事的问题，等等，必须思考并加以解决。比如，我们常说陶渊明安贫乐道，但我们从“贫富

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两句可知，富贵对陶渊明并非就没有诱惑，是以丧失个人的

品格操守去追求富贵，还是安于贫贱以保持个人的品格操守，在他内心是常有斗争的，只不过斗争的

结果是“道”取得了胜利。陶渊明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衣食温饱的问题。陶渊

明曾数度出仕，出仕的原因均与解决衣食问题有关，他归隐后亲自参加劳动，虽然也是想借此效法古贤，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最直接的原因其实还是要解决自己及全家的衣食温饱问题，这是他的许多思

考都不能脱离这一实际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为什么要归隐田园并因此而成为一个田园诗人，而不能像

拥有别墅和山庄的谢灵运那样归隐山林而成为一个山水诗人的最重要的原因。陶渊明要解决这些问题，

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虽然他也会从包括道家玄学在内的思想武库中去寻求解释和解决之道，但他所

实行的原则是，理论与思想必须要能与他所碰到的生活实际相结合，两者之间有契合点他就加以采用，

反之就不会采用，在采用时也必须融入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体验、理解和思考。因此，陶渊明与一般

玄学名士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不相同，他对机械地到《老》、《庄》书中去讨生活的做法不感兴趣，对

脱离现实生活和切身感受的玄虚思辨不感兴趣。陶诗中的理语，可以说是诗人站在哲理的高度来观察

人生、解说人生所得出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诗人将他对人生的丰富体验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所得出的结果。

这也是诗人即使要说理，也常能将哲理化入日常景物、化入日常生活体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陶渊明受到各家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是一个极博学的人，经史百家、文章

诗赋都有涉猎，对《诗经》、《楚辞》、《老子》、《庄子》、《周易》、《论语》、《尚书》、《礼记》、《春秋》、《乐记》、

《史记》、《汉书》、《淮南子》、《列子》、《山海经》、《穆天子传》、《列女传》、《高士传》等书尤为熟谙。

西晋以来，玄学家大抵只读“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很少有博学的人，陶渊明与他们

①　见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明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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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有了很大不同。这使陶渊明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在写作中也能得到更多启示，有更广博的摄取，

从而大大冲淡了诗作的玄言色彩。

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等诗句不难看出，在除道家玄学之外的各家中，

陶渊明对于儒家的学习最为着力，而且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对陶渊明改变玄言诗风起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其作用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儒家十分重视对于个人道德、品格、节操的修养，

陶渊明秉承其志，多次提到要坚守“道”，要坚守“固穷”，并身体力行，不断自勉，使这个内容成为

其诗中哲思和理语的重要内涵及重要表现对象，从而大大缩减了玄学在陶诗中的存在空间。二是儒家

主张入世，陶渊明也有入世的思想和精神，不仅早年有“逸四海”的“猛志”（见《杂诗》其五），归

隐之后对于政治也始终未能忘怀，对世风的污浊常怀愤懑之心，这成为其诗作的重要内容。三是儒家

重实际，尚践履，陶渊明受其影响，也成为一个特别重实际的人，对现实人生的许多问题也常有切实

的思考，这与玄学家虚谈废务的做法很不相同。这些，都对陶诗脱离玄学轨道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田园诗与山水诗的不同，导致陶诗与玄言诗拉开了距离。相较于田园，山水与玄言有着更

为紧密的联系。玄言诗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性好山水，不少人甚至即以山水为栖身之所，《晋书·王羲之传》

即记载说：“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

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 《晋书·孙绰传》也有孙绰“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的记

载。玄言诗人如此性好山水，原因在于玄学崇尚自然，而在玄言诗人看来，山水是最能体现自然之道的，

如阮籍在《达庄论》中所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

故万物生焉。……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因此，要体悟自然之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到自然山

水中去，玄言便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由山水体悟玄理甚至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便也成为玄言诗

写作常见的模式。而陶渊明是一位田园诗人，田园虽然也能体现“自然”，也能从中体玄悟道，事实上

陶渊明确也将归隐田园称作“复得返自然”，但由于山水完全处于自然的状态或更接近于自然的状态，

田园则是农民生活、劳作的领域，可以随处见到人类的活动，与世俗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已不

是一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对自然之道的体现已经明显减弱。同时山水诗主要写自然风景，而田园诗虽

然也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生活，不可避免地还要写到农民和农耕，这种题材与“自然”

的关系自然也不能同山水相比。具体到陶渊明，回到田园后还要过“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

园田居》其三）的劳动生活，还要为生计操劳，由田园以体悟自然之道的程度更大大地降低了。因此，

表现题材的不同，也大大减弱了陶诗的玄言色彩。

第四，陶渊明所崇尚的“自然”和“真”，在客观上对其诗作摆脱玄学影响产生了一定的助力。如

前所说，“自然”和“真”都是老庄玄学的核心命题，指的是一种自在的、天然的、非人为的、与世俗

礼法相对立的状态。在陶诗中，也多次出现“自然”和“真”这两个概念，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一）、“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十）、“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等。

“自然”和“真”成为陶渊明批判虚伪的官场和社会的思想武器，成为陶渊明远离尘世、回到田园过自

然简朴生活、保持自己纯真本性及品格的人生信条和行动指南，同时也成为陶渊明的审美追求和创作

准则。陶渊明写作不抱功利目的，心中有了感触就写，写的时候既不矫情，也不矫饰，是什么样就写

成什么样，怎么想就怎么写，唯以真实恳切、自然天成为上。因此，陶诗中所写的，都是作者自己的

真生活、真感受、真体验、真感情、真个性、真人格、真见解，从而形成了陶诗特有的“自然”和“真”

的艺术风貌和艺术品格。玄言诗人的思维则往往被局限在一个思辨性很强的哲学体系中，进而养成一

种以虚旷为高的人生态度，不重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生活，失去了对于现实生活本身的丰富的感受力，

其诗必然容易走进玄虚枯淡一途。而陶渊明由于重实际，因此他信奉“自然”和“真”，反而更容易使

他将目光投向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生活，关注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从而使其诗作与玄言诗

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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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流行有着很大的关系，而陶渊明却与佛教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

由于佛教般若学在东晋时期大大促进了玄学有无、本末之辨的发展，玄佛逐渐实现合流，一些高僧以

其精于思理、善于辨析的风采享誉谈席，佛理常与老庄义理一起甚至取代老庄义理成为玄谈主题。当

时在江左传播佛理的，有许多重要僧人，如竺法深、支遁、康僧渊、康法畅、释道安、于法兰、于法开、

竺法汰、慧远等。许多名士，包括玄言诗的代表诗人孙绰、许询等都与名僧有着密切交往并深受其影

响，孙、许二人就都精通佛理，可与名僧交相辩难。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谈老庄，也谈佛，便成为玄

言诗的突出特点，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主要阐扬佛理的玄言诗。陶渊明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不可能对佛

学无所了解，也不可能一点不受佛学的影响，其诗也有受般若思想影响的痕迹，如《归园田居》其四：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空无”一词，即佛家用语，支遁《咏怀》即有句云：“廓矣千载事，消

液归空无。” 但从根本上说，陶渊明与佛教是没有关系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对佛教还抱着拒斥的态度。

高僧慧远是继支遁之后谈客名士倾慕的中心人物，住持庐山东林寺三十余年，招致远近名僧弘扬佛法，

一时影响极大，谢灵运、宗炳等均与之关系密切，与陶渊明有交往的刘逸民也师事慧远。陶渊明的住

地离东林寺并不远，他也常往来庐山，但与慧远却没什么往来 。其诗不仅很难找到援引佛典的文字，

有时还透出与佛教相对立的信息。比如形、影、神是慧远在《形尽神不灭论》、《万佛影铭》中提出来

的概念，而陶渊明在《形影神》诗中，却认为形、神不可分离，形死则神灭，对慧远的神不灭论不表

赞同；《饮酒》其二：“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则又否定了佛教的因

果报应说。陶渊明重视现实人生及在现实人生中获得的感受、体悟、认识和乐趣，不相信来世，故与

佛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距离。这种态度，使陶渊明失去了在诗中表现佛理的兴趣，从而拉开了与玄言

诗的距离。

第六，东晋时期，玄学影响下的清谈往往是培育玄言诗人和玄言诗的温床。清谈大抵都以《老》、

《庄》、《易》及佛理为谈资，并且通常都有一个论题，大家围绕着这个论题互相辩难。陶渊明不好清谈，

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中大抵也没有清谈之士。与陶渊明往来较为密切的人大体可分为四类：一类是政治

人物，与之关系较近者有先后任江州刺史的王弘和檀道济，颜延之则更算得上是陶渊明的朋友；一类

是陶集中载有赠诗的一些人，如丁柴桑、庞参军、庞主簿、邓治中、戴主簿、刘柴桑、郭主簿、羊长史、

张常侍等，这些人多为江州一带的地方官吏，有的曾与陶渊明住得很近，志趣也颇相投；一类是一些

与陶渊明一样的隐士或闲居野处者；一类是陶渊明的一班农民朋友。从现有资料看，这些人均非清谈

之士，他们在一起时大抵不过是饮酒赋诗，谈古说今，评文析义，甚至“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

园田居》其二），均与清谈无涉。可以说，就小环境而言，陶渊明没有受到清谈风气的包围，这显然有

助于他摆脱玄学和玄言诗的影响。

第七，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为东晋重臣，曾都督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进

赠大司马。从《命子》等诗不难看出，陶渊明对其曾祖父的勋德是引以为豪的，由此曾产生光大前人

功业的志向。陶侃是一个勤于政事、重视践履、极力反对虚诞之风的人。《晋书》本传载：“诸参佐或

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老》《庄》浮华，

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陶侃反对老庄

玄虚放诞之风及其重视实际践履的精神，也会对陶渊明的人格志趣产生一定影响，对其疏离玄言产生

一定作用。

当然，从根本上说，陶渊明能给玄言诗风来一个大的冲击和改变，是时代大趋势使然。我们知道，

①　佚名《莲社高贤传》载：“（陶）常往来庐山，使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

‘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 陶渊明好饮，喜欢任情适性的他不愿在佛教徒面前受不能畅饮的拘束，

这应是他不愿与僧人来往的一个原因；而“攒眉”，则还可能是对某些佛教义理产生反感，于是就更不愿与佛教发生关

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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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玄言诗风的盛行，是与其时玄谈风气的盛行密切相关的，而其时玄谈风气的盛行，又与东晋门阀

政治紧密相关。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世家大族采取“镇之以静”的施政方略，需要借助老庄思想和

玄学清谈来维系和巩固自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扩大其社会影响，进而达到削弱皇权、在政

治经济上谋求更大利益的目的。而淝水之战后，世家大族面临皇权越来越严重的挑战，“步步退却，谢

氏人物日就凋零；其他士族则既无勋劳又乏人物，不足以各树一帜，制约皇权。一句话，门阀士族已

是今非昔比” 。此后，寒素士人崛起，促使门阀政治进一步走向解体，玄学清谈随之也逐渐失去活力，

玄学思潮作为社会思想主潮的时代走向终结，玄佛走向合流，儒家思想也逐渐恢复了它的存在和影响，

随之学风也开始脱离玄虚，向尚实方向转化，抒情言志的文学传统也开始回归，玄理渐为写实的倾向

所取代。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大趋势下，陶渊明实现了对于玄言诗的变革，大体上为玄言诗的终结打

上了一个句号。

四

不难看出，我们大体上是按照南朝诗论家所提出、同时我们也认同的标准来对陶诗进行衡量和评判，

得出他对玄言诗进行了变革的结论的。但南朝诗论家对陶渊明变革玄言诗风的功绩却视而不见，几全

无提及，这与陶渊明在南朝总体不被重视的情形有关。反之，刘琨、郭璞等人被提及，则与他们当时

在总体上较受重视有关。刘琨、郭璞之后玄言诗风反变本加厉，他们实际上未能承担起变革玄言诗风

的重任，这里姑不论。谢灵运确实做到了以山水取代玄言，而且他当时名声很大，沈约修《宋书》单

独为他立传，说他“文章之美，江左莫逮”，钟嵘《诗品序》称他为“元嘉之雄”，因此，谢灵运被提

及则是并不令人意外的事情。而谢混、殷仲文怎么会被提及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谢、殷二人当时都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谢混出身名门，为谢安之孙，得尚孝武帝女晋陵公主，

袭父爵为望蔡公，历任中书令、中领军、尚书左仆射、领选等要职，显贵一时。殷仲文也出身士族名门，

因其妻为桓玄姊，桓玄起兵占领建康时，曾为侍中、领左卫将军，并为桓玄撰九锡文。《晋书》本传载：“仲

文素有名望，自谓必当朝政，又谢混之徒畴昔所轻者，并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可见，当时他是连

谢混也不放在眼里的。

第二，谢、殷二人都有比较高的文学才能，同时颇有风仪。《晋书》本传说谢混“少有美誉，善属

文”，死后刘裕受晋禅，“谢晦谓刘裕曰：‘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裕亦叹曰：‘吾

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可见当时声誉之隆。《宋书·谢弘微传》又说“混风格高峻”，《南

史·谢晦传》也说“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风格高峻，风华出众，也是谢混得享盛誉的原因之一。《晋

书》本传也说殷仲文“少有才藻，美容貌”，“善属文，为世所重”，唯读书较少，故“谢灵运尝云：‘若

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又《世说新语·文学》说“殷仲文天才宏赡”，《世说新语·品

藻》注引《晋安帝纪》说“仲文有器貌才思”。

第三，谢、殷二人在东晋末年文坛均享有很高地位。《宋书·谢弘微传》载：“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

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

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可见其时谢氏家族崇尚文学的风气不

减谢安在世之时。鉴于谢氏家族当时在文学方面仍居优势地位，谢混的地位便更显突出。殷仲文在当

时也是一位名士领袖兼文士领袖的人物。谢、殷二人常被时人并称，都被视为东晋末年诗坛的代表人

物和领军人物。

第四，谢、殷二人的诗作与玄言诗相比都呈现出了新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人的

①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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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都已趋向华丽绮靡，钟嵘《诗品下》说“义熙中，以谢益寿、殷仲文为华绮之冠”，《诗品序》说“逮

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又将“叔源离宴”誉为“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这在当时是颇具代表性、

权威性的评论。二是两人的诗均转向以写景抒怀为主。被《文选》收入“游览”类的谢混的《游西池》、

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均以览物宴游为题材，虽都尚存玄言痕迹，但词采清丽，景物秀美，意

境清新，寓慨深沉，大体上已脱尽借山水景物以悟理写理的习气。览物宴游这种题材在建安诗中颇常见，

谢、殷的这两首诗可以说是传统的一种回归。

当然，南朝时对谢、殷二人也并非就没有质疑、批评的声音，但就总体而论，他们是代表当时文

学主流的人物，他们可以凭借其名士领袖兼文士领袖的身份，最大限度地扩展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

他们对玄言诗的变革，也易于得到文坛的响应，易于得到人们的关注和肯定。比较而言，陶渊明的社

会地位、文坛地位、社会影响在当时是远不及谢、殷二人的，是远离当时的上层士林、上层文坛和文

学主流的，加上其总体平淡自然的审美取向有违南朝诗论家的审美标准，其革新玄言诗风的功绩自然

也就容易被忽视了。但历史终归是历史。就像陶诗的文学史地位终于冲破历史的迷雾得以被确认、确

立一样，对于陶渊明革新玄言诗风的功绩，我们也应予以历史的肯定，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简介］ 张亚新，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汉魏六朝诗：走向顶峰之路》等。

·学人荐书·

彭玉平推荐：孙维城著《千年词史待平章——晚清三大词话研究》

孙维城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9 月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词学史的总结与蜕变时期，这一时期有三部词话具有代表性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王

国维的《人间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其撰写时序大体相接，各以其独特的理论裁断词史，构成了晚清民国

词学的主干。陈廷焯是传统的守望者，况周颐是传统的审视者，而王国维则是传统的批判者。三人以不同的方式推

进了传统词学走向现代词学的理论进程。作者认为，《人间词话》是从一般的美学、诗学下行到具体的词学 ；而《蕙

风词话》与《白雨斋词话》是纯粹的词学著作，他们是从词学上升到一般的诗学与美学，这就是三部词话的具体差别。

作者从这些差别出发，来考察他们作为词的审美的共同之处及各自的特点，以及互相的不可替代性。本书全面探寻

了三大词话内容的方方面面，尤其从沉着、兴寄、意境、真、宗尚宗主、词史观等六大方面探寻了晚清三大词话对

千年词学的基本问题的研究与总结，这六大问题是词学的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回答了这六大问题，就几乎回答

了词学的千年积迹，可以说《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与《白雨斋词话》全面深刻地总结了千年词学。这六大问题

前四点是理论问题，后两点是历史问题。作者在阐释这些问题时不仅对三部词话作了整体意义上的考量，而且对每

部词话的特点作了细致的勾勒。


